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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数字化、分离性、灵活性”为特点的远程办公实现了组织的节能增效，越来越受到组织和员工的青睐。然而，

远程办公固有的“分离性”特点引发了社会隔离，这可能会削弱员工对他人“人性”的感知。因此，揭示远程办公可能招致

的负面影响并探索其缓解之道十分重要。借助于解释水平理论，研究 1 和研究 2 发现远程办公会诱发职场物化，心理距离在

其中发挥着中介作用。研究 3 进一步探究了缓解远程办公对职场物化影响的方法。在远程办公背景下，个体同时采用语音、

视频和文字沟通时，可降低与他人的心理距离，从而减少职场物化。因此，组织需辩证地看待远程办公模式，鼓励远程办公

者采用多种远程沟通方式，或可减少远程办公对职场物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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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上世纪 70 年代，为缓解员工通勤压力，一种不

必拘泥于特定办公场所的办公模式应运而生——远

程办公（telecommuting）。远程办公是指员工不在

企业所在地，而是借助电子通讯工具与他人沟通和

处理工作事宜的办公方式（张小平，1999），这意

味着远程办公者缺乏组织监督。出于企业对远程办

公是否能维持效益的顾虑，远程办公一度被束之高

阁。如今，远程办公凭借数字化的“东风”，再次

焕发新的生命力。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我国线上办公

用户规模高达 5.37 亿人，占网民整体的 49.2%。

远程办公之所以越来越受到员工和组织的青睐，

是因为它既可实现组织的“节能增效”，又可满足

员工的个人需求。多家公司的统计数据显示，远程

办公不仅在削减运作成本方面表现显著（霍伟伟等 , 
2020; McCloskey et al., 1998），还有效提升了组织绩

效（Martin & MacDonnell, 2012）。尤其是对那些面

临工作 - 家庭冲突的员工而言，远程办公模式堪称 
“雪中送炭”。它不仅缓解了员工的工作 - 家庭冲

突（Raghuram & Wiesenfeld, 2004），也激发了员工

更高的组织承诺（Allen et al., 2015）和工作满意度

（Gajendran & Harrison, 2007）。不可否认，组织和

员工都受益于这种“灵活”的远程办公。

然而，福祸相依，“灵活”的远程办公虽突破

了办公地点与时间的限制，但也引发了愈发明显的

“分离”现象（李文莲 , 王友凤 , 2021）。由于员

工各自选择工作地点和工作时间，彼此间易产生空

间、时间的隔离或异步，并进一步阻碍了社会交往

（Kenyon et al., 2002）。研究表明，这种社会隔离

使远程办公者更易体验职场孤独感，并由此引发对

他人去人性化的感知和对非实体拟人化的倾向（Shin 
& Kim, 2020）。实际上，员工对他人去人性化地感

知是人际互动中的职场物化现象。职场物化是指在

工作场所中将他人视为物的倾向，包括对他人人性

的否认和对其工具价值的强调（Belmi & Schroeder, 
2021）。毋庸置疑，职场物化是一种消极的人际

互动方式（许丽颖等 , 2024）。过往对职场物化

的前因探索多围绕思维方式（Belmi & Schroeder, 
2021）、工作特征（Baldissarri et al., 2022）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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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数智化时代的到来，职场物化的诱因也

趋向多样化。远程办公这一数智化浪潮下的“新宠儿”

也可能引发职场物化。

相较于传统办公者，借助计算机媒介沟通的远

程办公者更难获取非语言线索（Day et al., 2010），

容 易 产 生 对 他 人 的 去 人 性 化 感 知（Walther & 
Burgoon, 1992）。这与社会存在理论的观点类似，

社会存在理论指出，当人类线索丢失越多时，作为

人类实体存在的程度也越低（Bozkaya, 2008）。不

仅如此，由于缺乏鲜明的环境线索，远程办公者对

互动过程的理解更加困难，故难以发展出高质量的

社会交换关系（Kuruzovich et al., 2021）。在组织

中，社会交换的资源既包括有形的物质利益，也包

括无形的情感资源（Homans, 1967）。显然，在远

程办公背景下，组织内部的情感交换会迅速消退。

久而久之，远程办公者更加关注如何最大化个人收

益，这种强调金钱的市场定价心态会加剧职场物化

（Henkel et al., 2018）。Lee 等（2015）聚焦于远程

办公背景下的医疗研究进一步表明远程办公会诱发

非人化决策。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假设 1：相较

于非远程办公，远程办公会加剧职场物化。

在远程办公背景下，无论是非语言线索的缺失

还是经济思维的凸显，都源于不紧密的时间、空间

和社会联系，这与心理距离遥相呼应。心理距离是

指个体感知到客体与自我、此时或此地距离远近的

主观体验，它包括社会距离、时间距离、空间距离

和概率距离四个维度（Trope & Liberman, 2010）。

其中，时间距离是对事件发生时间远近的感知，以“此

时”为参照点；空间距离是对事件发生空间远近的

感知，以“此地”为参照点；社会距离是对他人与

自我关系远近的感知，以“自我”为参照点；概率

距离是对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大小感知，以“现实”

为参照点（Trope & Liberman, 2010）。由于远程办

公对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影响较小，因此本研究中的

心理距离仅包括社会距离、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

或许，心理距离是远程办公加剧职场物化的重要原

因。基于解释水平理论（Dhar & Kim, 2007），远程

办公、心理距离和职场物化三者的关系得以明晰。

解释水平指人们对客体进行心理表征的抽象程度，

它决定了个体对事件的反应。一般而言，高解释水

平反映抽象、本质的心理表征，强调对目标本身和

事物核心的关注。相反，低解释水平反映具体、表

面的心理表征，更加关注与目标无关的内容（Trope 
& Liberman, 2010）。人们的解释水平往往取决于

其与客体的心理距离，心理距离越远越易启动高

解释水平（Trope & Liberman, 2010）。在远程办

公背景下，由于时间、空间和社会距离的增加，

员工更加关注核心目标是否达成，如工作绩效、

工作任务等，而不太关注建立人际关系等边缘目

标。然而，强调有限社交和工作目标会启动员工

的计算和战略思维（Belmi & Schroeder, 2021），

这是诱发职场物化的因素之一。

有关远程办公、心理距离和职场物化的实证研

究，也为推导三者的关系提供了线索。一方面，远

程办公可能会增加心理距离。从远程办公的特点看，

远程办公便意味着空间隔离（Golden & Eddleston, 
2020）。同时，远程办公者易缺乏与他人面对面的

沟通（Chevron & Primeau, 1996）。然而，这些面对

面交流恰恰是提供非正式沟通的机会（Gainey et al., 
1999），可增强社会联结（Coupland, 2000）。不仅

如此，远程办公也会加剧时间距离。尽管数字技术

的发展可减少异步沟通，但是对缩小时间距离的感

知仍弱于面对面的即时沟通（O'Leary & Cummings, 
2007）。另一方面，心理距离的增加可能会加剧职

场物化。基于解释水平理论，当心理距离增大时，

个体更加关注个人收益，而非建立或维系与他人的

情感联结（葛平等， 2023）。事实上，当利己目标

突显时，物化更易产生（Schaerer et al., 2018）。因

为个体更加看重他人的工具性价值如何助力于自我

目标的实现。相反，强调与他人建立联系的共生取

向能有效抑制物化的产生（Jiang et al., 2024）。综

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假设 2：相较于非远程办公，

远程办公可能会增加心理距离，从而加剧职场物化。

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远程办公成为一种新的潮

流和趋势。那么，聚焦于如何减少远程办公招致

的消极影响，最大化远程办公的积极效用尤为重

要。社会存在理论指出，人类线索的丢失是导致

个体不易被感知为人类实体的重要因素（Bozkaya, 
2008）。例如，双方通过电脑沟通交流时，由于无

法充分捕捉声音、面孔等人类线索，容易引发对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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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的去人格化效果（Walther & Burgoon, 1992）。幸

运的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音频、视频等线上

沟通渠道应运而生，进一步实现了远距离传达非言

语线索。毋庸置疑，语音、视频等沟通方式可以提

供更多“人类实体”的细节，并且会随着沟通频率

和深入程度的增加而增加（Burgoon et al., 2002），

这对缓解物化具有重要意义。究其本质，丰富远程

办公沟通方式能够缓解职场物化的原因是心理距离

的减少。例如，视频沟通可以提高远程办公者对同

事的具象化感知（Liviatan et al., 2008），也能够增

强双方的同步性（Nisbett & Ross, 1980），有助于减

少心理距离。根据实际远程办公模式，本研究不局

限于比较单一文字、视频或语音沟通对远程办公和

职场物化关系的影响。通常情况下，远程办公者仅

以文字沟通，或以多种混合沟通方式交流（如腾讯

会议包括语音、视频和文字三种沟通方式）。因此，

本研究拟探讨是否相较于单一文字沟通，通过文字、

语音及视频混合沟通的方式有助于缓解远程办公对

职场物化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3：在

远程办公背景下，相较于文字沟通，混合沟通会降

低个体间的心理距离，进而减少职场物化；同时，

相较于传统办公下的面对面沟通，远程办公模式下

的混合沟通仍会增大个体间的心理距离，从而增加

职场物化。

本文将通过三个研究检验以上假设是否成立。

研究 1 通过情景实验法，初步考察远程办公和职场

物化的关系以及心理距离的中介作用。研究 2 通过

阻断中介操纵设计，明晰心理距离和职场物化的因

果关系，再次验证心理距离的中介作用。研究 3 则

试图探寻丰富远程办公的沟通方式是否有助于削弱

其对职场物化的影响。

2   研究 1  远程办公对职场物化的影响——心

理距离的中介作用

2.1   研究方法

2.1.1   研究设计

采用单因素（办公方式：远程办公 vs. 非远程办

公）被试间实验设计，因变量为职场物化，中介变

量为心理距离。

2.1.2   被试

采用 G*Power 3.1 计算所需样本量。对于本实

验适用的独立样本 t 检验，当显著性水平 α  = .05，

中等效应量 d = .5 时，为达到 80% 的统计功效，至

少需要 128 名被试。本实验从见数平台招募了 150
名在职员工，在排除 15 份未通过注意力检测题的数

据后，最终获取有效数据 135 份。被试的平均年龄

为 29.61（SD = 8.05）岁，男性占比 48.1%。被试被

随机分配至远程办公组（n = 67）或非远程办公组（n 
= 68）。

2.1.3   材料与程序

被试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后，将随机阅读到一段

根据 Cooper 和 Kurland（2002）的研究编制的非远

程 / 远程办公文字材料。为了增加被试的临场感，

材料中也附上了相应的办公场景图（见图 1、图 2）。

同时，所有情境均采用第三人称描述，让被试通过

投射个人观点至主人公的方式回答后续问题，以避

免社会赞许性偏见。材料描述具体如下：

远程（非远程）办公组：“小李是一家大型远

程（线下）技术咨询公司的员工，该公司在我国多

个省份设有分公司。由于工作性质，小李主要的工

作方式是通过远程办公在线上（在多人公共办公室）

与同事协作完成任务。小李和同事每天见不到面（工

作日每天见面）。一天，公司紧急召开线上（线下）

项目讨论会，见图 1 所示（见图 2 所示）。会议中，

项目负责人讲述了客户的最新要求，小李和同事针

对项目依次打开麦克风发言（在会议桌上讨论了起

来）。会议结束后，小李和同事各自退出视频会议（陆

续走出会议室）继续工作。”

被试阅读完有关远程办公组或非远程办公组的

情境材料后，完成注意力检测题。注意力检测题的

设置参考许丽颖等（2024），即要求被试根据情境

材料回答问题“小李的工作方式是什么？ A. 远程办

公 B. 在办公室工作”和“在平常的工作中，小李与

同事的沟通方式主要是什么？ A. 线上交流 B. 面对

面谈话”。准确回答上述两个问题者，被视为通过

注意力检测题。

随后，被试完成职场物化和心理距离的测量。

职场物化的测量采用许丽颖等（2024）修订的职场

物化量表，共包含 7 个项目，采用 Likert 7 点计分（1 
= 完全不同意，7 = 完全同意），分数越高代表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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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程度越强。同时，为结合上述情景材料，将题

项中的主体修改为“小李”，修改后的条目如“小

李重不重视某个同事，主要是看他 / 她能为自己做

些什么”。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s α 系数

为 .84。心理距离的测量采用 IOS 量表（Aron et al., 
1992），分数越高表明心理距离越小，如图 3。最后，

被试报告人口统计学信息（年龄、性别、是否有远

程办公经历）。

2.2   结果与讨论

结果显示，远程办公组的被试对职场物化的

评分（M = 27.04，SD = 8.58）显著高于非远程办

公组（M = 22.57，SD = 7.34），t (133) = 3.26，p < 
.01，Cohen' s d= .56。这表明相较于传统办公模式，

远程办公模式会增加职场物化。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心理距离与职场物化呈显

著负相关（r = -.54，p < .001），但先前是否有远程

办公经验与心理距离（r = .10，p > .05）或职场物化（r 
= -.06，p > .05）均不显著相关，故后续分析不再将

其作为协变量纳入分析。以办公方式为自变量（虚

拟编码：非远程办公 = 0，远程办公 = 1），心理距

离为中介变量，职场物化为因变量，采用 PROCESS
模型 4 进行中介分析。结果显示（见图 4），心理

距离在办公方式和职场物化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值为 .22，95% CI = [ .13, .32]。
研究 1 的结果支持了假设 1 和假设 2，即相较

于非远程办公，远程办公会增加个体间的心理距离，

从而加剧职场物化。然而，研究 1 通过问卷测量个

体的心理距离（中介变量）和职场物化（因变量），

难以确定心理距离和职场物化在时间上的发生顺序。

为此，研究 2 将进一步考察心理距离和职场物化间

的因果关系，并再次检验心理距离的中介作用。

3  研究 2  远程办公对职场物化的影响—心理

距离阻断操纵设计

3.1  研究目的

参 考 Pirlott 和 Mackinnon（2016） 关 于 中 介

阻断设计中的双随机设计法（double randomization 
designs），探测远程办公条件下心理距离对职场物

化的影响。

3.2   方法

3.2.1   研究设计

在远程办公条件下，采用单因素（心理距离：

高 vs. 低）被试间实验设计，因变量为职场物化。

3.2.2   被试

图 1 远程办公组情景材料图                                                                                    图 2 非远程办公组情景材料图

图 3   我中包含多少他量表（IOS，Aron et al.,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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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G*Power 3.1 计算所需样本量，计算过程

同研究 1。研究 2 从见数平台招募了 134 名在职员工，

在排除 6 份未通过注意力检测题的数据后，最终获

取有效数据 128 份。被试的平均年龄为 32.42（SD = 
7.95）岁，男性占比 39.8%。被试被随机分配至高心

理距离组（n = 64）或低心理距离组（n = 64）。

3.2.3   材料与程序

被试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后，将随机阅读一段有

关高或低心理距离的情境材料。由于远程办公对事

件发生的可能性（即概率距离）的影响较小，因此

本研究对心理距离的操纵仅涉及时间、空间和社会

三个维度。Cooper 和 Kurland（2002）对远程办公

者的访谈结果也表明，远程办公者更易受社会、空

间、时间距离增加而诱发的困扰。例如，远程办公

者更难获得与同事建立亲密关系的机会，易被同事

抱怨缺席团队活动，也常被领导要求提交实时工作

计划和工作进展。结合 Trope 和 Liberman（2010）

对心理距离的定义和远程办公背景，本研究将心理

距离的操作性定义为个体对他人与自我关系亲近程

度、与自我所在地远近程度、沟通是否及时的感知。

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强调远程办公者与他人是否所

处在同一城市、是否能够即时联系来操纵空间距

离和时间距离。特别的，过往研究强调远程办公者

因缺少非正式沟通机会而错失建立社会联结的时机

（Cooper & Kurland, 2002; Thatcher & Zhu, 2006），

如茶歇时的闲聊。因此，本研究通过强调远程办公

者是否与他人熟悉、是否有闲聊来操纵社会距离。

具体而言，高（低）心理距离组的被试将阅读以下

材料：

高（低）心理距离组：小李是一家大型技术咨

询公司的员工，该公司在我国多个省份设有分公司。

出于工作性质的原因，小李主要的工作方式是远程

办公，即在线上完成任务。小李与同事在不同城市（同

一城市），他们彼此间没有太多工作之外的联系（在

工作之余也经常联系），互相不太熟悉（比较熟悉）。

以下是小李一个典型的工作日：公司紧急召开线上

项目讨论会（如图5）。会议开始前，参会者陆续上线，

关闭麦克风静静（闲聊近况和共同爱好）等待会议

开始。这时，小李发现少了几人。小李花了半个小

时才联系上（立刻联系上）这几位同事。会议中，

项目负责人讲述了客户的最新要求，小李和同事针

对项目发言后会议结束，大家各自退出（互相道别

后退出）视频会议继续工作。

图 5  不同心理距离情境材料图

注：左侧图为高心理距离情境材料图，右侧图为低心理距离情境材

料图。

阅读完上述材料后，被试完成有关远程办公的

注意力检测题，同研究 1。紧接着，被试完成心理

距离的操纵检验。本研究采用 Lim 等（2012）编制

的三维心理距离量表检验心理距离是否操纵成功。

图 4  心理距离的中介作用（标准化）

注：**p <  .01，***p <  .01，办公方式为虚拟变量（虚拟编码：非远程办公 = 0，远程办公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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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量表共 10 题，包括空间距离、时间距离和社会距

离三个维度，采用 Likert 7 点计分（1 = 完全不同意 , 
7 = 完全同意），分数越高代表心理距离越近。同

研究 1，所有题项的主体均更改为“小李”以符合

实验情境。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s α 系数

为 .96，空间距离、时间距离、社会距离分量表的

Cronbach' s α 系数分别为 .93、 .89、 .92。

随后，所有被试完成职场物化的测量。本研究

同时采用许丽颖等（2024）改编的职场物化量表（同

研究 1）和 Andrighetto 等（2017）编制的工具化问

卷测量职场物化。一则，不同的测量方法有助于提

高结果的稳健性（Nosek et al., 2022）。二则，工具

化问卷（Andrighetto et al., 2017）能够更加精准地探

测物化的基本特征——工具性（instrumentality），

职场物化量表（许丽颖等 , 2024）则能够反映物化

的丰富形式（Belmi & Schroeder, 2021），同时采用

两个问卷测量物化有助于描绘职场物化的全貌。工

具化问卷要求被试评估情境中的“小李”将同事与

五个工具词（仪器、设备、工具、东西、机器）或

五个人类词（人、人类、个体、行为主体、伙伴）

联想的程度。该问卷采用 Likert 7 点计分（1 = 非常

不相符 , 7 = 非常相符），问卷得分为工具化项目

与人性化项目所得平均分的差值，分数越高表明越

倾向于将他人感知为物体。本研究中五个工具化题

项的 Cronbach' s α 系数为 .96，五个人性化题项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94，职场物化量表的 Cronbach' 
s α 系数为 .92。最后，被试报告人口统计学信息（性

别、年龄）。

3.3   结果与讨论

心理距离操纵检验。以心理距离总分、社会距离、

时间距离、空间距离为因变量，心理距离分组为自

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高心理距

离组的被试，低心理距离组的被试感觉到心理距离

更近（M 低 = 55.50，SE 低 = 1.27；M 高 = 30.09，SE 高 
= 1.27），F(1, 126) = 199.29，p <.001，ηp

2 = .61。

相较于高心理距离组的被试，低心理距离组的被试

在社会距离（M 低 =16.73，SE 低 =.44；M 高 =9.56，

SE 高 =.44; F(1, 126) = 132.41，p <.001，ηp
2 =.51）、

时间距离（M 低 = 16.77, SE 低 =.45；M 高 =9.61，SE 高 
=.45；F(1, 126) = 124.79，p < .001，ηp

2 = .50）、空

间距离（M 低 = 22.00，SE 低 = .55；M 高 = 10.92，SE

低 = .55；F(1, 126) = 203.58，p < .001，ηp
2 = .62）上

的距离感知也更近，表明心理距离的操纵有效。

职场物化。以心理距离分组为自变量、职场物

化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高

心理距离组的职场物化（M = 28.31, SD = 9.65）显著

高于低心理距离组（M = 16.75, SD = 5.52），t(126) 
= 8.32，p < .001，Cohen' s d = .53。由此可见，心理

距离越远者，越倾向于物化他人。同样地，以工具

化问卷所得分数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

果也表明，相较于低心理距离（M = -4.12，SD = 1.71），

高心理距离更引发他人“似物非人”的强烈感知（M 
= -.42, SD = 2.95），t(126) = 8.68，p < .001，Cohen' s 
d = .80。研究结果再次支持了假设 2，即远程办公增

加了员工的心理距离，并进一步加剧了职场物化。

研究 3 将进一步探索如何缓解远程办公对职场物化

的影响，以最大化远程办公的积极效用。

4  研究 3  沟通方式缓解远程办公对职场物化

的不利影响

4.1   研究目的

探究不同远程办公沟通方式是否能够缓解远程

办公对职场物化的影响。

4.2  方法

4.2.1  研究设计

采用单因素（沟通方式：远程文字沟通 vs. 远程

混合沟通 vs. 非远程面对面沟通）被试间实验设计，

因变量为心理距离和职场物化。

4.2.2   被试

采用 G*Power 3.1 计算所需样本量。对于本实

验适用的 F 检验，当显著性水平 α= .05，中等效应

量 f = .3 时，为达到 80% 的统计功效，至少需要 111
名被试。最后，本研究共招募 139 名大学生被试。

被试的平均年龄为 20.77（SD = 2.08）岁，男性占

比 32.4%。被试被随机分配至远程文字沟通组（n = 
53）、远程混合沟通组（n = 40）和非远程面对面沟

通组（n = 46）。

4.2.3  材料与程序

本研究以招聘出版社审核校对员的形式招募被

试。所有被试报名参与校对工作后，将与一名假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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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共同完成审核校对工作。具体而言，在非远程面

对面沟通组，真、假被试到达实验室后，面对面坐

下，他们各自位置均有一台电脑用于完成校对工作。

随后，假被试进行自我介绍，真被试后回应并陈述。

紧接着，主试交代校对任务后离开。被试被要求按

照纸质版示例文件，在 15 分钟内尽可能找出原稿中

不符合规范的格式。工作期间，真、假被试就纸质

版示例文件讨论需校对的格式。需要注意的是，真

假被试在讨论时，假被试固定主动交流一次，口述“这

两个连接符似乎不一致”，并用手指向纸质版文件

的具体位置。

远程文字沟通组和远程混合沟通组的实验流程

与上述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远程文字沟通组

的被试到达实验室后，被告知有一位外地校对员与

其进行线上文字交流。假被试通过在共享文档中批

注“这两个连接符似乎不一致”进行校对格式的探讨。

远程混合沟通组的真假被试均未到达实验室，他们

各自选择工作地点并登陆腾讯会议室，随后开启摄

像头和麦克风。真、假被试通过口头语言和文字交

流的方式讨论共享文档中的示例文件。假被试口述

并在共享文档中批注“这两个连接符似乎不一致”。

完成上述审核校对任务后，被试填写 IOS 量表

（同研究 1）和工具化问卷（同研究 2）。本研究不

再使用许丽颖等（2024）修订的物化量表，这是因

为该量表的题项更适用于评估双方具有长期互动关

系时的职场物化，而不适用于实验室初次见面的真、

假被试。在本研究中，工具化问卷中五个工具化题

项的 Cronbach' s α 系数为 .93，五个人性化题项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93。最后，被试报告人口统计

学信息（性别、年龄）。

4.3   结果与讨论

职场物化。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沟通方

式对职场物化的影响显著，F(2, 136) = 16.21，p < 
.001，ηp

2 = .19。Bonferroni 事后比较的结果表明（见

图 6），远程文字沟通组的职场物化（M = -1.96，

SD = 2.28）显著高于非远程面对面沟通组（M = 
-3.12，SD = 1.91，p = .01）和远程混合沟通组（M = 
-4.27，SD = 1.42，p < .001）。但是，非远程面对面

沟通组的职场物化却显著高于远程混合沟通组，p = 
.02。

图 6  不同沟通方式对职场物化的影响

注：*p < .05，**p < .01，***p < .001；箱型图的晶须分别代表最大值和

最小值，箱型图的两端分别代表上、下四分位数，+ 代表均值。 

 图 7  不同沟通方式对心理距离的影响

 注：*p < .05，**p < .01，***p < .001；箱型图的晶须分别代表最大值和

最小值，箱型图的两端分别代表上、下四分位数，+ 代表均值。

心理距离。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沟通方

式对心理距离的影响显著，F(2, 136) = 25.35，p < 
.001，ηp

2 = .27。Bonferroni 事后比较的结果表明（见

图 7），相较于远程混合沟通组（M = 4.68，SD =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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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01）和非远程面对面沟通组（M = 4.20，SD = 1.20, 
p < .001），远程文字沟通组（M = 2.91，SD = 1.42）

的心理距离更远。然而，远程混合沟通组的心理距

离与非远程面对面沟通组的心理距离没有显著差异，

p > .05。

心理距离的中介作用。进一步地，以沟通方式

为自变量、心理距离为中介变量、职场物化为因变量，

采用 PROCESS 模型 4 进行中介分析。整体中介分

析结果表明，整体总效应检验的 F(2, 136) = 16.21，

p < .001；整体直接效应的 F(2, 136) = 6.32，p < .01。

以非远程面对面沟通组为参照组，远程文字沟通组

相对中介的 95% Bootstrap 置信区间为 [ .06, .45]，不

包括 0，表明相对中介效应显著，如图 8 所示。同时，

相对直接效应不显著（p >.05），相对总效应显著（p  
< .01），中介效应量为 44.44%。即，相较于非远程

面对面沟通组，远程文字沟通增加了个体间的心理

距离，并随之加剧职场物化。

同理，以非远程面对面沟通组为参照组，远

程混合沟通组相对中介的 95% Bootstrap 置信区间

为 [- .22, - .0003]，不包括 0，表明相对中介效应

显著，如图 8 所示。同时，相对直接效应仍显著

（p  < .05），相对总效应显著（p  < .01），中介效

应量为 16.98%。即相较于非远程面对面沟通，同

时借助视频、语言、文字的远程办公模式，可以

拉近“心与心的距离”，并进一步削弱职场物化。

由研究 3 的结果可知，假设 3 得到部分验证。

相较于面对面的传统办公模式和混合沟通的远程办

公模式，仅借助文字沟通的远程办公模式会增大个

体间的心理距离，从而加剧职场物化，这与假设 3
一致。媒介丰富性理论指出，丰富性较强的媒介有

助于个体传递信息、建立友谊（Sheer, 2011）。如果

远程办公者从屏幕中观察到对方时，双方的相似性

也会拉近彼此的社会距离（Liviatan et al., 2008）。

因此，相较于仅凭借文字沟通的远程办公模式，同

时通过文字、语音、视频沟通的远程办公模式会减

少个体间的距离，进而削弱职场物化。但是，相较

于传统办公模式，混合沟通的远程办公模式在职场

物化程度上不仅更低，而且更利于降低个体间的心

理距离，这与假设 3 不符。这可能是由于本研究对

实验环境这一无关变量的控制不足。虽然本研究将

实验任务“包装”为出版社的审核校对任务，以增

加被试的真实工作体验，但由于远程办公混合沟通

组的被试在参与实验时恰逢寒假，他们可居家完成

实验，这可能会减少被试的工作体验。一方面，相

较于工作环境，非工作环境会减少职场物化（Belmi 
& Schroeder, 2021）。显然，模拟真实工作体验的实

验室环境比家庭环境更容易诱发职场物化。或许实

验环境的变化导致了面对面沟通组的职场物化程度

高于远程混合沟通组的职场物化程度。另一方面，

相较于严肃规范的实验室环境，舒适轻松的家庭环

境更容易引发个体的积极情绪体验。过往研究表明，

正性情绪会减少个体的心理距离（吴三美 , 何先友 , 
2009; 吴三美等 , 2019）；相反，负性情绪会增加个

体的心理距离（Davis et al., 2011; Kross et al., 2005; 
Nook et al., 2017）。由此，被试在实验室环境中可

能感知到更大的心理距离，从而表现出更高的职场

图 8   心理距离的中介作用（标准化）

注：**p < .01，***p < .001，沟通方式为虚拟变量（虚拟编码：非远程面对面 = 0，远程文字沟通 = 1，远程混合沟通 = 2）；X1 : 非远程面对面 vs. 

远程文字沟通，X2：非远程面对面 vs. 远程混合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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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化。当然，这一结果也为远程办公的实际应用提

供了启示。如果远程办公者在能让自己体验到舒适、

放松的非正式地点（如咖啡店、家）办公时，或许

会更加积极地看待职场中的人际关系。未来研究可

进一步探讨是否远程办公的地点或环境是影响职场

物化的因素之一。

5   讨论

5.1   远程办公影响职场物化

三项逐步深入的研究表明远程办公会增加职场

物化，心理距离在其中发挥着中介作用。丰富远程

办公模式下的沟通方式后，个体的职场物化程度降

低。具体而言，研究 1 通过远程办公的情景模拟实

验，初步验证了远程办公会加剧职场物化，支持了

假设 1。同时，研究 1 的结果表明，心理距离在远

程办公和职场物化间发挥着中介作用，支持了假设

2。进一步的中介阻断操纵设计（研究 2）再次验证

了心理距离的中介作用，提高了结果的稳健性。研

究 3 聚焦于如何削弱远程办公对职场物化的影响。

研究 3 在实验室模拟远程办公任务后，发现同时使

用文字、语音和视频三种沟通方式可降低个体间的

心理距离，从而减少职场物化。或许，丰富远程办

公者的沟通渠道有助于缓解职场物化现象。

尽管组织和员工越来越赞同将远程办公纳入工

作模式之一，但对其可能产生的影响莫衷一是。过

往研究对远程办公的争论多聚焦于三个主题：工作

自主性的得与失、工作 - 家庭平衡或失衡、人际关

系质量的好或坏。与之相联系，这些主题更加关注

远程办公对个体的影响，如工作表现（McCloskey & 
Igbaria, 2003），忽略了对远程办公模式下人际互动

的表现。职场物化作为一种消极的人际互动模式（许

丽颖等 , 2024），它可能是远程办公背景下的另一

产物。本研究不仅采用实证法验证了远程办公会加

剧职场物化，还从全新的视角——解释水平理论，

对二者关系进行辨析和理解。在解释水平理论框架

下，远程办公原有的分离性特点（李文莲 , 王友凤 , 
2021），即时间、空间、社会隔离，是诱发个体采

用一般、抽象思维（Trope & Liberman, 2010）的“导

火索”，这提高了远程办公者对工作任务等核心目

标的达成（Yang et al., 2022），削弱了对维系人际

关系等边缘目标的关注。然而，过分强调有限社交、

工作目标等会启动员工的计算和战略思维（Belmi & 
Schroeder, 2021），这无疑是加剧职场物化的不利因

素。换言之，解释水平理论有助于理解远程办公为

何会加剧职场物化，并强调了心理距离在其中的重

要作用。

本研究不仅从理论上丰富了人们对远程办公和

职场物化关系的理解，也试图从方法上验证结果的

稳健性。一般而言，基于观测数据的回归分析容易

受到内生性偏差的困扰，对解释变量的因果关系有

所欠缺（方俊燕 , 温忠麟 , 2023）。其中，双向因果

关系是造成内生性问题的原因之一。为避免上述问

题，研究 1 采用情景实验法，通过操纵自变量、测

量因变量和中介变量，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自变量

和因变量或自变量和中介变量互为因果的可能性。

研究 2 进一步采用阻断中介设计法，在操纵中介变

量后，观测因变量是否发生变化，有助于进一步辨

明中介变量和因变量的因果顺序。

5.2   局限与展望

虽然本研究探索了远程办公对职场物化的影响、

机制和缓解策略，但是研究仍存在局限，有待后续

研究进一步完善和提升。首先，本研究聚焦个体对

他人的职场物化，未深入探索远程办公模式是否也

会强化他人对远程办公者的物化以及远程办公者是

否也会将自己物化。远程办公模式下，交互双方感

知到了更大的空间、时间和社会距离。那么，当远

程办公者因增加与他人的心理距离而提高对他人的

职场物化时，也可能诱发他人对远程办公者的职场

物化。当远程办公者感受到来自他人的物化时，又

是否会将这种“物化凝视”内化为自我物化？事实上，

面对组织的非人化对待时，员工会将外部感知逐渐

内化为内在自我概念，即产生自我物化（Goldstein 
& Cialdini, 2007）。或许，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探寻

远程办公背景下员工的自我物化表现。其次，由于

职场物化可能涉及个体的无意识加工（Andrighetto 
et al., 2017），使用自我报告法测量职场自我物化

时，可能无法准确反映职场物化的程度。未来研究

可以进一步采用内隐联想测验等技术探索远程办公

和职场物化的关系，并能有效避免社会赞许性的担

忧（Nederhof, 1985）。此外，尽管本研究调查了不



165吴旭瑶等 : 远“物”近“人”——远程办公对职场物化的影响

同强度远程办公者的职场物化，但本研究对远程办

公强度的划分依赖于工作时间占比。事实上，工作

任务的繁重程度可能会影响远程办公的强度。未来

研究可以根据不同分类标准区分远程办公强度对职

场物化的影响，有望加强对远程办公利弊的认识和

了解。最后，研究 3 的研究对象为大学生，结果的

外部效度有所削弱。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确认远程

办公者同时使用文字、音频和视频与同事交流，是

否能够降低远程办公者对他人的职场物化。这也有

助于进一步辨明多渠道沟通的远程办公模式是否可

媲美传统的面对面办公模式。

6   结论

第一，相较于传统办公模式，远程办公更可能

加剧职场物化。第二，在远程办公模式下，个体间

的心理距离增加导致职场物化现象愈发严重。第三，

在远程办公模式下，个体若同时采用文字、语音和

视频三种沟通渠道与他人交流，而非仅用文字沟通，

那么对他人的职场物化将减少，个体间的心理距离

也会减小。基于此，丰富远程办公者的沟通方式，

鼓励他们使用“可听”、“可视”的沟通媒介与他

人交流，可能是改善职场物化现象的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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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the benefits of telecommuting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apparent. Telecommuting 

can reduce organizational operating costs and increase employee flexibility. As a result, both employees and organizations are increasingly adopting 

the teleworking model. However, advancing technology is often a mixed blessing, and telecommuting is no exception. Telecommuting can blur 

the boundaries between home and work and potentially undermine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between employees. A key feature of telecommuting 

is separation, which generates social isolation and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Unfortunately, the isolation incurred by telecommuting may reduce 

employees’ perception of the “humanity” of their colleagues. In other words, telecommuting may lead to the objectification of the workplace. This 

study built a framework based on construal-level theory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telecommuting on workplace objectification and its underlying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Furthermore, drawing on the social presence theory, this study attempted to explore a way to mitigate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telecommuting on workplace objectification.

This research consisted of three studies. Study 1 (n = 135) examined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elecommuting and workplace 

objectification through an online experiment, and initially identified the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distance. Specifically, in Study 1, participants 

in the telecommuting group (vs. the traditional face-to-face office group) read a passage about the work routine of a telecommuter (vs. traditional face-

to-face office worker) and then completed the Psychological Distance Scale and the Workplace Objectification Scale. To minimize social desirability 

bias, participants were instructed to respond to these questionnaires as the telecommuter (vs. traditional face-to-face office worker) would respond 

in the material. Study 2 (n = 128) used a mediator-blocking manipulation to identify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distance and 

workplace objectification in an online experiment, again identify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distance. Specifically, after being primed 

with high (vs. low) psychological distance in a telework context, participants completed the Workplace Objectification Scale. By comparing different 

communication styles (telework via text vs. telework via both text, voice, and video vs. face-to-face non-telework), Study 3 (n = 139) sought to explore 

whether enriching communication in telework could be a way to mitigate the effects of telework on workplace objectification.

The main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First,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face-to-face office modes, telework models exacerbate workplace 

objectification. Second, psychological distance plays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telecommuting and workplace objectification. Specifically, 

telecommuting increases psychological distance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face-to-face office modes, thereby exacerbating workplace objectification. 

Finally, the effects of telecommuting on workplace objectification can be mitigated by enriching telecommuting. Teleworkers who use a combination 

of text, video, and voice communication or traditional office workers, are less likely to objectify others than teleworkers who use text communication 

only. Moreover, teleworkers who use a combination of text, video, and voice communication are also less likely to objectify others than traditional 

office workers. This is because multiple forms of communication reduce the psychological distance between telecommuters and others, thereby 

reducing the objectification of others in the workplace.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telecommuting and emphasizes that organizations and employees should consider the pros and cons 

of telecommuting dialectically. While telecommuting offers employees greater work flexibility, it can also increase the psychological distance between 

employees, leading to workplace objectification. Fortunately, the effect of telecommuting on workplace objectification can be mitigated by enriching 

the ways telecommuters communicate with their colleagues. This suggests that organizations could try to encourage telecommuters to use a variety 

of communication methods to interact with others and reduce these negative effects. In addition, encouraging more inform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employees may help to bridge the psychological distance and further reduce workplace objectification.

Key words    telecommuting, work objectification, mental distance, construal level theory, communication channel


